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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徒步旅行研究

王艺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

摘要：晚清以来，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活动日益频繁，徒步旅行亦成为其中一种重要形式。北洋时期，在全球长

距离旅行风潮与中国社会相对开放的背景下，来华外国徒步旅行者的数量与活动范围显著扩大，其行迹频繁见诸

《申报》《大公报》等民国报刊。本文以北洋时期报刊报道为史料依据，系统梳理在华外国人徒步旅行的主要类

型与具体事例，分析其旅行动机、活动方式及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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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门户逐渐打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进入中国开展经商、传教、旅行等活动，徒步旅行也成

为其重要活动之一。北洋时期，外国人在华徒步旅行人

数与规模再创新高，相关事例也常常登上《申报》《大

公报》等报刊；其性质与目的亦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既有以长途徒步挑战自我、彰显个人精神品格者，也有

借行走经历扬名示众、激励世人者；既有以游历中国、

观赏异域风光为主要目的者，亦不乏关心中国时局、试

图接触军政要人的旅行者。此外，个别来华徒步者在旅

行过程中从事带有非正义性质的学术考察与探险。通过

探究这一群体，不仅可以还原北洋时期外国人在华流动

与活动的具体面貌，而且对于理解北洋时期的中国社会、

中外关系均有重要价值。

近代在华外国人的活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

题，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探险者

等群体，重点讨论其在宗教、商业中的角色。对于外国

旅行者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学界

已有研究重点关注晚清时期的外国人在华游历的兴起

与发展历程，也有从制度、法理与中外条约层面出发，

论述清政府对来华游历外国人的管理。数十年间，研究

重心从论述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游历的危害性，逐渐转

向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在时间范围上，学界

多聚焦于晚清时期，而对民国时期关注较少；在研究主

体上，对于来华外人的徒步旅行这一特定游历形式，多

置于外交史、旅游旅行史、中外交通史等框架之下讨论，

而较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考察。因此，本文

将聚焦北洋时期中国本土主流报刊中关于外国人在华

徒步报道，梳理在华外人徒步事迹，分析其徒步的动机

与社会影响。

1 时代背景：外国人来华游历的制度变迁

1840 年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实行“闭关自守”

政策，仅在广州一口通商，只允许来华通商的外国人在

广州与公行打交道，严禁外国人私入内地。1858 年《天

津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内地被迫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对于英国人进入内地游历规定：

“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

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

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中法《天津条约》则明确

了法国人游历中国内地需要持有效证件：“凡大法国人

欲至内地及船只不准进之埠头游行，皆准前往，然务必

与本国钦差大臣或领事等官预领中、法合写盖印执照，

其执照上仍应有中华地方官钤印以为凭。”

民国初年，时局混乱，南京临时政府对外国人进入

内地游历仍然有较严格的限定。1912 年 2 月，三名日本

人来到安徽大通游历，他们既没有中国政府的护照，也

没有日本领事馆的护照，大通军政府向外交部通知后，

外交部决定“将该日人等护送就近通商口岸日本领事，

并转告以现各处均有军务，未便外人游历，俟大局平定，

再行发给护照。”同年，法国人白尼进入云南个旧游历

并引发事端。外交部通过区分“内地口岸”与“边境口

岸”的不同性质，成功拒绝了法国人引用最惠国条款将

其免照游历范围从 50 里扩大到 100 里的企图，进而限

制其深入中国内地游历的行为。

随着局势渐趋稳定，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在华

外国人身份构成由以往的商人、传教士为主变得更加复

杂，其中就包括来华徒步旅行者，他们用徒步这一特殊

方式实现了与中国社会乃至政府的深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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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洋时期在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

民国初年，时局混乱，南京临时政府对外国人进入

内地游历仍然有较严格的限定。1912 年 2 月，三名日本

人来到安徽大通游历，他们既没有中国政府的护照，也

没有日本领事馆的护照，大通军政府向外交部通知后，

外交部决定“将该日人等护送就近通商口岸日本领事，

并转告以现各处均有军务，未便外人游历，俟大局平定，

再行发给护照。”同年，法国人白尼进入云南个旧游历

并引发事端。外交部通过区分“内地口岸”与“边境口

岸”的不同性质，成功拒绝了法国人引用最惠国条款将

其免照游历范围从 50 里扩大到 100 里的企图，进而限

制其深入中国内地游历的行为。

随着局势渐趋稳定，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在华

外国人身份构成由以往的商人、传教士为主变得更加复

杂，其中就包括来华徒步旅行者，他们用徒步这一特殊

方式实现了与中国社会乃至政府的深度互动。

北洋时期，对于徒步旅行的倡导已经出现在各大报

刊上，其中不少是由外国人撰写。1920 年，中国报刊《中

华英文周报》刊载了美国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一篇探讨乡间徒步益处的文章，部分内容为：

“我认为它（徒步）有助于陶冶民众情操，使民族气质

趋于温和……并加强和促进民族与土地之间的联系。除

了步行者，没有人会以如此友善和宽容的目光看待世

界……而且，由于他更自由，心智更闲适，他与自然保

持着一种更密切、更有生命力的关系。”这篇论述徒步

益处的文章出现在这一民国社会颇有有影响力的报刊

中，足见徒步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此文聚

焦于乡间徒步者与自然的互动，则体现出徒步旅行已经

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活动形式，而逐渐被赋予了更多

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报刊宣传之外，许多由外国人发起的社会团体组织

也徒步旅行活动，加速了徒步旅行观念的扩散。基督教

青年会（YMCA）在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提倡各种“强

健体魄”的活动形式，并将其与“传教使命”相结合，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在上海等地定期举

行活动，其中就包括徒步旅行与郊游活动。例如，基督

教女青年会曾在 1925 年建立徒步俱乐部，在上海宝山、

徐家汇等地举办徒步活动，包括参观修道院与乡间徒步

等。此外，由外国人建立的兴趣类组织也推动了徒步旅

行的风靡。上海摄影协会是中国最早的摄影组织之一，

由在华外国人创办，活跃于 1902 年至 1925 年。协会曾

多次组织徒步形式的摄影出行，包括前往苏州、宝山、

嘉定、上海老城、松江、江湾、南乡、昆山、武松、龙

华楼、苏州溪和浦东造船厂等地的考察。正是在这样的

舆论与社会环境中，越来越多以徒步为方式的外国旅行

者进入中国，其行走事迹得以频繁见诸报端，并引发社

会关注。

来华进行徒步活动的外国人，有许多是以环球徒步

的名义进入中国。19 世纪中后期以来，“环球徒步”—

—即长距离、跨文化、跨文明的行走——在全球兴起。

通过环球徒步，旅行者旨在展示自身坚韧的精神品格与

自我修养，同时也试图通过自身经历对大众产生激励作

用。随着一战前后全球交通网络扩展，以及近代以来中

国对外开放的持续加深，中国逐渐进入环球徒步者的行

走版图之中。

一位来自爪哇的新闻记者从 1922 年开始环球徒步

的旅程，他称自己旅行的动机为“居留政府及外族之种

种激刺，其为团体及华侨之人格，而牺牲个人及家庭之

幸福，作牺牲之冒险事业”；他此行旨在“唤起人群在

世界之观念，作世界的考察”。具体目的有三点：“（一）

欲实知各文明国的文化政治风俗教育实业之进步；（二）

欲以自己训练劳苦发扬国民之忍耐性；（三）欲以所经

历之地所经见之事，作环球游记，以贡献于国人”。他

从爪哇出发，游历新加坡、柔佛、暹罗等地后进入中国，

一年后抵达天津，计划继续北上至海参崴，再向西步行

至欧洲与北美。

环球徒步旅行者常在沿途举办讲演，借此展示其精

神品格，并以门票或捐赠所得作为继续旅行的经费。

1919 年，美国人威廉说甫与四名友人一起从意大利出发，

计划共同徒步旅行全球。四年后，只剩下威廉说甫一人

抵达天津，其余四人均死亡。四年间他历经“千辛万苦，

阅历极富，艰难挫折，坚忍耐劳，才到天津青年会”，

他面向青年会成员，演讲自己旅行的经过，并将票钱作

为旅行费用。世界长途旅行家、捷克新闻记者卜吉比索

尔与秘书于 1927 年出发，矢志“打破前此四万基罗米

达（即 kilometre，千米——引者注）世界旅行之纪录，

不避艰险，毅然成行”，两年半后二人抵达天津。卜吉

比索尔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在津期间“无论何种社团俱

乐部，欲延往演讲”，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予以旅费，

帮助两人完成徒步环球的壮志。

来华徒步旅行者并非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的“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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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这一时期，许多在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考察中

国风土人情与社会经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也出

现了转变。1916 年，一位名为 J·A·杰克逊（J. A. Jackson）

的旅行者徒步游览了安徽多座名山，包括九华山、天台

山和黄山。在游览之余，杰克逊对当地茶产业进行了考

察：“徒步的终点是屯溪，那是安徽较繁荣的产茶区的

中心。在考察大型茶叶烘干厂时，我发现出口贸易中普

遍使用普鲁士蓝进行着色。我得知，尽管中国的种植者

和发货方反对使用这种染料，但某些外国买家坚持要求

使用。六个品牌的茶叶使用了这种染料。”1925 年，美

国一环球旅行团的团员在游历天津后表示：“中国社会

平定，人民均有丰裕气象。等经过各地所见者，均属太

平天下，此乐土也……华人待人接物，均极和蔼。吾等

受此之感动极为深切，以后吾等所至之处欲求如是谦让

之风者，盖亦鲜矣。”他们对中国社会治安状况的看法

也有所改变：“彼常闻中国多有土匪，然自信旅途绝无

危险。”德国徒步旅行家马丁在游历二十六国后于 1929

年抵达中国，一路上他“专门收集风土人情风景”，并

称“此次来华，极为各地华人所欢迎”。

经济社会之外，许多来华徒步旅行者亦关心中国时

局，甚至积极联络北洋政要。1923 年，来自德国、波兰

的两名环球旅行家从哈尔滨出发，两年间已经游览了中

国内地各省。1925 年 10 月，两人受中国有青年会邀请，

在天津进行演讲，两人与三百多名听众共同“三呼中华

民国”。1926 年，意大利人吉伯利和德国人贡登格尔在

鄂、湘、豫等省游历，期间会见了许多军政人士，唐生

智、吴佩孚、樊钟秀等人均接见了这两位旅行者，并“称

赞其冒险直前之精神”。两人沿京汉铁路北上，与顾维

钧等人会面；又从京到津，会晤张作霖等奉系军阀重要

人士。1929 年，土耳其旅行家于巴罗、克玛尔加姆两人

进入中国徒步旅行，期间会见晋系将领孙楚。两人与孙

会面期间“谈及中国革命问题，对总理之三民主义尤其

赞赏，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使中国达到真正自由之平等，实现总理理想之大同世

界”。两人表示，中国与土耳其已经建交，建立起了密

切关系，并将土耳其之回教文赠给孙楚党部，留作纪念。

外国徒步旅行者在中国内地的行走及其与军政要人的

频繁接触，显示出徒步旅行在这一时期已被赋予某种超

越旅行本身的政治意义。

然而，受中国时局影响，来华外国人的徒步旅行仍

然存在危险与不确定性。日本旅行家波江野龙氏在中国

徒步旅行期间“多次遇匪”；环球旅行家、波兰人波多

次克于 1928 年在苏州北潭子湾被抢劫，引起租界当局

高度关注。

3 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徒步旅行之影响

北洋时期在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虽然仅仅是规模

很小的一个社会群体，但却对中国社会带来了多维度的

深刻影响。

首先，外国徒步者的行迹频繁见诸中外报刊，其行

迹往往被塑造成“奇闻”“壮举”。这类报道不仅让徒

步旅行更加广为人知，也使徒步这一行为逐渐脱离单纯

的交通方式，转而被赋予文化、道德乃至政治意涵。

其次，外国人以徒步方式深入中国内地，对晚清以

来形成的外国人游历制度的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北洋

时期，来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这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地方官署在身份核验等工作的难度与不

确定性。1922 年，两俄国青年在中国境内步行，他们每

经过一地，均需当地警察所长等官员意义签字，以资证

明。上文提及的波兰人波多次克与其德国同伴徒步游历

中国十余座城市，两人每到一地，就需要找当地官厅或

者机关在其护照上盖印章。此外，正如上文提及，来华

外国人也面临着遭窃等治安事件，需要地方政府乃至租

界势力的介入。因此，地方政府往往通过频繁查验护照、

要求逐站签字盖章等方式，对徒步者实施实时性监管，

以弥补既有游历制度在应对此类问题时的不足。

最后，在华外国人的徒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这一时期中国人徒步活动的盛行。他们的宣讲使许多中

国先进青年看到培养自身坚毅精神、唤醒民族救亡意识

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自发建立的徒

步旅行团风靡一时，规模较大的徒步团体有全国步行团、

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友声旅行团等等，立志步行全

国乃至世界。但受限于战乱、物质匮乏等因素，许多成

员中途退出，致使各旅行团很少能实现出发前定下的目

标。知名徒步旅行家潘德明作为亚细亚步行团的一员，

与其他团员于 1930 年 6 月从上海出发，但旅途中其他

团员接连退出，潘德明独身一人历时七年完成了徒步全

球的壮举。而后，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间徒步旅

行活动越来越少，难以恢复到曾经的规模。

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的徒步旅行，虽然在整体规模

上有限，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徒步者

的行动与讲演，以及报刊的呈现，徒步旅行逐渐超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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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交通方式，成为一种承载文化意义、彰显精神价值

的活动。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的徒步旅行，也反映出近

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对这一群体的考察，不仅

有助于深化对近代外国人在华活动的认识，也为理解近

代中国社会中徒步这一特殊旅行方式、相关旅行文化与

制度应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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